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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视阈下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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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在外地人看来较为恶劣，官方文献中所谓感染 “烟瘴”“岚瘴”“瘴

气”，大多表现为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和感染疟疾，特别是外来的军人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工，染病

死亡的比例甚高。烟瘴环境对外来势力的渗入无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越南统治者在对边境地区加

强行政管控和军事驻防时，不得不利用土著势力，但这种方式又与加强直接管控的努力相违背，折射出

边疆治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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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边境地区具有大致相似的环境和社会状
况，两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都面临着环境的

挑战。对于历史时期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的环

境问题，周琼、张文、刘祥学等人做了较多研

究，并且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较多贡

献。迄今为止，与中国毗邻的越南北部边境地区

环境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立足清末中越边境地

缘政治形势大变动的时代背景，探讨烟瘴环境对

越南阮朝治理北部边境地区的影响，试图厘清环

境、行政治理、军事管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

毋庸讳言，目前学术界对瘴、瘴气、瘴病、

烟瘴等术语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有学者将瘴、瘴

气、烟瘴视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瘴病是一种真

实存在的疾病，是由瘴水、瘴气等引起的，并因

之产生了瘴医学；［１］而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文化

建构，认为其反映了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

对南部边疆地区恶劣环境的一种地域偏见；［２］有

学者则认为瘴病的说法是一种主观的臆测和想

象。［３］撇开上述争议，回归事实本身，不难发现，

即使到了 １９世纪末期，不管是中国的游历者，
还是外国亲历者，都认为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仍然

存在着恶劣的烟瘴环境，并影响到阮朝对边境地

区的治理和开发。

（一）法国人倪思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

境的认识

倪思 （ＤｒＰＮｅｉｓ）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法方
勘界委员会的医生，他全程参与了中越边界广西

段、云南段、广东段的勘界工作，并写下了 《中

越勘界：１８８５—１８８７》（Ｔｈｅ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Ｂｏｒ
ｄｅｒ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５－１８８７）一书，详细记录了
勘界的过程。书中记载了倪思对越南北部边境地

区瘴气产生的个人看法，以及对越南老街地区恶

劣烟瘴环境的叙述。倪思认为，越南北部边境地

区稻田的抛荒是产生瘴气的重要原因，他写道：

“在所有布满稻田的乡村地区，如果抛荒一二年，

就足以产生瘴气。即使在开发很好、人烟稠密的

地区，应该说对欧洲人的身体健康和定居是无害

的，但是假如这里的稻田保持休耕的状态若干

年，那么这些地区将变成传染病的病灶，遭到恶

性发热病的袭扰。”［４］３５可见倪思认为热带抛荒、

休耕稻田中的寄生虫是 “传染病的病灶”，人感

染后容易患上 “恶性发热病”，这里显然是指我

们较为熟悉的 “热瘴”（疟疾）。倪思的解释显然

过于简单化，当他描述法国人在越南老街

（Ｌａｏｋａｙ）面临恶性疾病 （即 “瘴病”）的威胁

时，并没有提到这些 “瘴病”与当地稻田是否抛

荒、休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老街是一个典型

的山区，位于西溪与红河交汇处，沿河两岸都是

连绵的群山，十分缺乏稻田，当地的土著居民主

要是苗人、瑶人等，多以垦山种植旱地作物为

业。很显然，法国人在老街所染恶性疾病是一种

热带山地疟疾，而且染病率非常高，以致严重影

响到法方的勘界工作以及法军在老街的驻防。因

为疟疾的影响，法国人没有完成滇越边界的实地

踏勘工作，而是通过中法双方的文本校勘，在地

图上予以划定。对法国人来说，老街的环境确实

恶劣，染病致死率非常高。１８８６年１０月，就有４
个法国人在三天内死亡。在近２００名法国外籍军
团士兵中，只有２０人是健康的。［４］１３７倪思虽然是
医生，但也染上疟疾，到海防休养一段时间后才

得以康复。据清朝勘定滇越边界大臣周德润在奏

疏中所言，可知瘴毒对法方勘界人员构成了直接

伤害。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七月，周德润电
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狄隆 （法国勘界大臣）

云，现值伏暑炎天，云 （南）边瘴毒最大，狄塞

尔、海士皆患病。”［５］８８５狄隆认为狄塞尔、海士的

患病是受滇越边境的瘴气感染所致。这些疾病在

中国人看来，就是史料中大量记载的 “中瘴”。

不仅法国人不能适应中越边境地区的烟瘴环

境，中方勘界人员也难以适应。倪思在 《中越勘

界：１８８５—１８８７》一书中记载了中方的一个谢姓
勘界委员，谢委员出生于广州一个富有的鸦片商人

家庭，通过捐钱谋得了官职，成为中方勘界委员会

的一个成员。在勘定滇越段边界时，谢委员感染恶

性疾病，死于今河口松房 （Ｓｏｎｇ－Ｐｈｏｎｇ）。可能是
受到谢委员的传染，其儿子在护送灵柩回广州的途

中，也死于恶性疾病的侵袭。［４］１２９－１３０这显然是一起

因恶劣环境引起的悲剧事件。

０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４月



（二）中国官员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

的体验

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唐景崧和张凯

嵩就在日记和奏疏中记载了中越边境地区环境恶

劣的情况。唐景崧于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奉命
到越南北部了解刘永福黑旗军的驻防情况，以便

谋划清军与黑旗军联合对抗法军的方略。他从广

西龙州水口关进入越南境内，经过高平、太原、

宣光、兴化，最后到了保胜 （今越南老街）。唐

景崧在 《请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一路上历经的

艰难险阻和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九月十六日，至太原送星厂 （俗呼大

厂），民居数间，山路极陡。从龙州水口关到送

星厂，“皆深林密箐，羊肠一线，每遇丛阴，不

见天日”［６］１６４。九月二十二日，唐景崧在给两广

总督张之洞的信中写道： “牧马 （即太原省城）

至宣光千里，山路蚕丛，林箐蓊郁。尝行数十

里，不见一人，不睹一舍。”［６］１６５十月一日，唐景

崧在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文中说： “由苏街至

那香，此三百里间，虽有水道，而峰截滩阻，晨

舟而午陆，午陆而夕舟。陆路则岩谷一线，蕉竹

弥满，藤萝纠纷，不睹天日，阴魅逼人。足涉溪

泉，一二尺深浅不等。豺虎队出，夜噬人马，山

蛭啮肤，野蜂成阵。”［６］１６８十月十八日，唐景崧记

载道： “宣光水土恶毒，军中患病将四百人，又

无医药，左右呻吟不绝。”［６］１７０

由此可见，从越南高平经太原至宣光，群山

连绵，道路崎岖狭窄，到处都是深林密箐、草木

蔚荟，人烟稀少，山蚂蟥等毒虫横行，虎狼出没

为患，水土极为恶劣。可以说，唐景崧通过生

动、详细的记录，为我们了解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越
南北部的自然环境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 《请缨

日记》中，唐景崧尤其提及毗邻云南的宣光省境

内 “水土恶毒”，导致随行清军患病者达４００人，
因为没有医药，患病者呻吟之声不绝，情景甚为

凄惨。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

土著居民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似乎已经习惯

了当地的环境，或者说具备了防范疾病的知识，

较少提及因为水土恶毒而染病的问题。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二月，唐景崧记载刘永福率领的黑旗

军基本上控制了越南西北部一带，在兴化十州之

地拥有很高的威望，十州土著首领都愿接受约

束。［６］１１３－１１４从唐景崧的记载看，兴化所属十个羁

縻州为清末来自中国两广地区的会党武装所盘

踞，包括刘永福、叶成林等部。他们凭借军事上

的优势，迫使十州土著首领归附，而且十州土著

居民受中国人的影响，“近稍稍习汉文”。如果刘

永福等部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是很难立足的。

事实上，清末广东钦廉地区和广西西南部的气候

环境与越南北部相似，这才是刘永福等部能够扎

根适应的根本原因。

中法战争期间，云南巡抚张凯嵩在筹拟云南

边防、防备法国人入侵的奏疏中一再提及利用烟

瘴环境 “限隔内外”，同时招集熟悉环境、“不畏

烟瘴”的开化府、临安府沿边土著居民防卡守

隘，就地屯垦长驻。这是利用我方边民熟悉环境

之长、制约法国人不习水土之短的典型做法。张

凯嵩在 《抚滇奏疏》 （卷２）之 《筹维滇省大局

防闲教民四条折》中说道： “臣计法人踞越，未

暇窥滇，且滇越之交，冬春水涸，小轮船亦不能

行。夏秋瘴疠大兴，中之辄毙，诚天之所以限中

外也。”将烟瘴环境作为屏障，成为中国防范法

国入侵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对内方面，张凯嵩在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 《筹拟滇省边防折》中写

道：“云南久经兵燹，土旷人稀，南路接壤越南，

路径分歧，无险可扼。……拟于两郡 （指开化

府、临安府）各隘要招集土住贫民，拨地开垦，

编查户口人丁，予以农器、籽种，令地方文员经

理之。另于候补武职中遴选都守等官，分充各屯

教习，编为队伍，授以技艺。土民能耐劳苦，不

畏烟瘴，道路熟习，扒山?涧，是其所长。训练

成军，必能得力。”［７］在张凯嵩看来，中越边境的

恶劣环境对于不适应者来说无疑是障碍，而对于

熟悉者来说，则无所畏惧，正好能够加以利用。

前文论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对于

外来者来说更多是一种阻碍的因素，容易导致外来

者因不适应水土和气候而染病，严重者甚至大量死

亡。这里的外来者既包括来自西方的法国殖民者，

也包括来自中国两广以外省份的人。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中国驻法参赞严璩为了了解越南境内
华商的经商情形，从法国到越南各地游历考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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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法国人招募福建工人到保胜修筑滇越铁路，因

遭遇恶劣环境、不习水土而大量死亡的情况。据严

璩 《越南游历记》记载，福建工人到了保胜后，

“病死者将半，所余者不及二百人”。鉴于华工病

死率太高，法国筑路公司只得将幸存的福建工人遣

散回籍。［８］导致福建工人在保胜大量病死的原因，

不能简单地归因于 “烟瘴”环境，而是长途跋涉、

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工作劳累、饮食不好、缺

乏医疗等多重因素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因而致病

致死。若与法国人的致病因素相比，则水土不服、

气候不适应是共同因素。只是华工多了更多因素制

约，其病死率也就更高。

民国初年，谢晓钟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海

防、河内，然后乘坐滇越铁路火车至昆明出席活

动。他在 《云南游记》中记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

作，因为担心沿途气候变化频繁、深山穷谷中瘴气

盛行，加上饮食粗劣、不合卫生，稍不注意就容易

感冒和感染风寒，因此 “余于未启程前，除购罐

头食品十余件，以备沿途需用外，并备仁丹、痧

药、如意油、花露水、薄荷冰、阿斯庇林、西洋参

诸药品，备供不时之需”［９］。随着民国时期医药卫

生事业的发展，能够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感冒风寒

的药品已经很丰富，加上注意饮食卫生等，所谓的

“瘴气”已经很难伤害外来者了。

二、清末越南对北部边境烟瘴之地

行政治理的曲折过程

　　清末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开发、行政治理的
研究较多，而对越南北部烟瘴之地治理的研究却甚

为缺乏。在烟瘴环境对经济开发和行政治理的制约

方面，中越边境地区是大致相似的。越南北部和西

北部山区是土人①、苗人、瑶人等族群聚居之地，

阮朝曾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了大量土府、州、

县②，由土著首领进行管理。阮朝后期加强对边境

地区的管控，逐渐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完善地方

行政建置。但是北部边境地区恶劣的环境，迫使阮

朝在改土归流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土目③等地方势

力，导致实际管控较为松弛，为清末中国两广地方

的会党武装和散兵游勇进入越南北部提供了机会。

相对而言，越南与两广毗邻的边境地区开发水

平更高一些，与越南腹地的交往也较为密切。而毗

邻云南的越南西北部边境地区则在政治上处于羁縻

状态，与越南内地的联系也较为薄弱，为刘永福黑

旗军、叶成林黄旗军将滇越边境地区建设为基地创

造了条件。中法战争后，法方勘界大臣狄隆在发给

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报中，指出与广东、广西

毗邻的广安、谅山和高平等北圻诸省，虽然土著居

民占大多数，但与红河三角洲的安南人交往较多，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混融状态，在行政管理上也与红

河三角洲地区没有大的差别。西北部的兴化、宣光

等省则离河内较远，而距离老挝较近，因此在语

言、文化等方面受到老挝的影响较大，与安南文化

存在较大差别，在政治上也处于 “自治”的

状态。［５］９３７

越南西北部的兴化省处于越南、老挝和中国云

南的交界地带，管辖嘉兴、奠边、开化、安西四

府，其中嘉兴府管辖山罗州、梅山州、福州、梅

州、陀北州、新州、阿农安州，奠边府管辖梅边

州、遵教州、莱州、金甲州、顺州，开化府管辖水

尾州、文潭州，安西府管辖昭晋州、伦州。越、

老、中三国都力图在此地扩张势力及影响，导致兴

化省各州县的税款有时交给越南，有时交给中国，

有时交给老挝，有时则交给三方。一些毗邻中国的

州县在政局混乱时宣布 “独立”，或向中国表示归

顺，但在名义上却未与安南断绝从属关系。上述

１６个州县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种植
玉米和少量棉花、稻谷。［５］９３９－９４１阮朝后期力图加强

对兴化省的控制，一方面推行改土归流，另一方面

招募清人、土著居民进行开发，但这一进程遭到环

境的制约和时局的影响。

（一）改土归流、增设政区与恢复土官

１８４０年—１８８０年的４０年间，阮朝在西北边境
的兴化省境内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并逐步完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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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土人”是指当地的一种土著族群。

“土府”“土州”“土县”，是指专门在土著族群聚居区设置的行政区划，管辖土人、苗人、瑶人等。

土目是指土著族群的头人、首领。



基层组织。１８４０年，将兴化省所辖昭晋州、沱北
州、枚州的土知州改为流官，此时改流的范围尚不

大。［１０］卷２２０１８４１年，南掌国侵犯兴化省宁边州，为
充实边疆，兴化护抚魏克循奏请增设府级政区，于

是同年设立奠边府，管辖宁边州、莱州、遵教州，

以加强对西北极边之地的管控。［１１］卷８１８４４年，越南
进一步在兴化、宣光二省改设流官，扩大改流的范

围。［１１］卷４１同时着手在边境各州之下设立 “总”这

一村社之上的基层组织，建构 “州—总—村社”

的行政体系。至于完善边境地区基层组织的原因，

从兴化省臣的奏疏中可见一端：“水尾、文盘、枚

州、扶安、莱州稍习汉风，请照里路远近、丁田多

寡设总，置总目。”其中水尾州设 ３个总，文盘、
枚州、扶安各设２个总，莱州设１个总。［１１］卷４１１８５０
年—１８５６年，进一步在兴化省上游土著居民聚居
区推广 “总”的设置，因为 “奠边、遵教、伦州、

枚州、木州、陀北、照晋等府州渐被汉风，照随里

路远近、地丁相称，设总名以统属之”。其中奠边

府设风清、仙峰２总，木州设木上、木下２总，照
晋州设丰川、杨逵 ２总，陀北州设德关、贤良 ２
总，遵教州设国安１总，伦州设文榜１总，枚州设
呈吉１总。［１２］卷５１８５６年，兴化省臣阮有和奏请增设
兴化省安州、水尾州所辖 “总”，其中安州设册林

总，水尾州增设玉碗、乐山二总的副总，以控制通

往云南境内的林间小道。［１２］卷１４

但是与 “改土归流”、增设政区以加强管控的

趋势相反，在兴化、宣光等省，经过流官驻镇１０
余年的尝试，发现环境对流官治理的制约甚大，于

是一些大臣奏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官。１８５４年，
宣光按察使裴维琦奏请将宣光省属府县官改为土

官，其理由有二：一是宣光省地处红河上游极边之

地，阮朝初期府县官都由土官担任，运作良好；二

是明命年间 （１８２０年—１８４０年）改设流官后，因
为瘴毒太盛，“府县臣才一到莅，疾病乘之，寻即

向省城调养。是则有流官之名，而无流官之实，欲

其渐染夏风鲜矣”，建议每县增设一个土县丞。但

在朝廷征询各边省臣的意见时，大多数不同意增设

土县丞，认为 “自设流官来，兹每于水土稍平者，

居住 无 何 感 染，而 人 民 亦 已 惯 习，渐 染 夏

风”［１２］卷１０。但真实情况是，越南西北部边境地区

的环境比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更为恶劣，

当谅山、高平、广安等边省官员认为烟瘴渐消、水

土稍平时，宣光、兴化等省边境地区的环境仍然较

为严峻。

１８６９年，鉴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匪患猖獗，
为了调动土著首领的积极性，以便 “以土制土”，

阮朝决定恢复明命年间 （１８２０年—１８４０年）裁撤
的沿边土官。朝中大臣的意见是：“明命年间，沿

边分设流官，防专袭之弊耳。然以岚瘴之地，流官

既非所宜，而言语、嗜欲各不相通，非惟夷风难可

一律变移，而一有不得其人，恐更导蛮侬以诈伪之

习。但变法有渐，方合辰宜，应由各省详察诸土酋

之后或所在豪目为蛮土所信服者，因而奏请量与职

衔，俾知权自我出，方为得策。”［１２］卷４０于是北部沿

边地区的土官得以恢复。越南北部沿边土著居民聚

居区 “改土归流”１０余年的实践表明，流官治理
未能根本解决加强管控、平定匪患、开发不足和经

济发展的问题。因为 “瘴毒太甚”，居然出现了

府、县流官一到任就生病的情况，只得回到省城调

理，造成政事废弛，以致朝廷官员中出现了流官非

烟瘴之地所宜的说法，最后不得不 “由各省详察

诸土酋之后或所在豪目为蛮土所信服者，因而奏请

量与职衔”。而改变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关

键要靠人口集聚和经济开发。

（二）募民开发与时局扰攘

招募清人、土著居民进行开发，既有利于夯实

阮朝统治北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也

有利于改造该地区地广人稀、烟瘴盛行的生态环

境。奠边府的开发较为典型，该府与清朝、南掌

（今老挝）接壤，属于越南极边之地，人口稀少，

开发较为滞后。阮朝绍治年间 （１８４１年—１８４７
年）， “招募清人、土人设立铺舍，给予闲田垦

辟”［１１］卷４４。至１８４８年，奠边府招募土著居民垦田，
新设成平、敦农、颉伯、包葩、蔓凑、居来、森猛

加７社。［１２］卷２

１８７６年，统督黄佐炎因为越南兴化省与中国
云南开化府、临安府毗邻地区林陇多岐，地旷人

稀，致使成为盗贼渊薮，请求设立 “山防衙”（长

官称山防使），选派官员专办屯垦事务，招募领垦

者，由领垦者招徕人手垦辟荒莽之地，“仍将联络

者每丁率自五十至一百名立为一里，十里或八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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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一乡，额籍由所在县州登著”［１２］卷５５。这是开

发兴化沿边一带的重要行政措施。

１８７９年，嗣德帝鉴于兴化、宣光、太原、高
平、谅山等边省地广人稀，沦为盗贼渊薮，下令募

民垦田， “以壮边疆”。要求 “各省臣即察勘辖内

何系原有民居及已耕征田上而逃散荒废者，紧行招

抚，回复耕居。何系原未耕居荒莽田土者，渐次募

垦。有欠者，官给资本，俟五年半纳半免，田土皆

为私世业，十年方起科。有官吏情愿招募经理者，

随多少定赏。若五年无成，各降革赔费”。对于招

徕人数较多、垦荒有成效的地方，可在条件成熟时

设置州县。［１２］卷６１

遗憾的是，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越南北部
动荡扰攘之际，先是来自中国境内的会党和游勇武

装勾结地方土目，与阮朝官军对抗，后是法国入

侵，导致上述措施许多都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因

此，越南北部仍处于地广人稀、开发不足、环境较

为恶劣的状态。

三、清末越南北部边境烟瘴环境对军事

行动的消极影响

　　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情况相似，由于岚瘴环
境的影响，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驻防也不得不

大量依赖土目和土兵①，因为越南腹地的军队很难

适应越南北部山地的恶劣环境，而当地的土目、土

著居民则是天然的适应者，于是招抚利用土目，招

募土著居民为兵，成为越南防守北部边境地区的重

要措施。

《大南实录》记载了１８４４年—１８８０年间越南
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征剿驻防受到烟瘴环境影响的

情形，揭示了北部沿边地区官府统治力量薄弱、外

来驻兵水土不服，只得任用乡兵、土勇的现象。

１８４４年９月，宣光布政胡鉴于本境与中国毗邻，
地势险恶延袤、山深林密，加上烟瘴盛行，官兵难

于久驻，使该地往往沦为匪盗渊薮，于是奏请利用

“禾谷告熟，岚瘴稍轻”之机，带领官兵前往巡查

缉匪，得到批准。［１１］卷４２从胡出兵的时间看，选择

在九月岚瘴稍轻之时，可知岚瘴的气候环境对调兵

征剿颇有影响。即使选择了 “岚瘴稍轻”之时出

兵，越南官军的战斗力仍较薄弱，因此胡建议发

动地方土豪势力，配合官军征剿。

越南腹地军队难以适应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

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于是任用土目率领土兵驻守，成为阮朝治边的

一个重要手段。１８４５年，阮久德率兵剿捕宣光边
境地区的盗匪，驻兵恩光堡，“因以暑盛瘴深，士

卒多病死，遂撤兵回”［１１］卷４７。阮久德在从恩光堡

撤兵之前，奏请在北部边境设立屯堡，选择土目率

兵驻守。［１１］卷４８１８５４年，宣光按察使裴维琦奏称与
云南开化府接壤的地区仅驻扎官兵４００余名，实力
甚为单薄，却不能从内地调兵戍守，因为该地环境

恶劣， “岚瘴太深，饷馈不继，难以久居”。最可

行的办法，就是招募宣光省内的苗人为兵，“拟请

饬下土目、土豪、蛮长、帮长，听各募为乡兵，募

得五十名者补授该队，五百者补授管奇，自相管

摄。无事则耕凿相安，有事则尽数催集，计日给粮

剿捕，则边境可以无事矣”［１２］卷１０。１８５８年，阮朝
将这一办法推广到兴化省奠边府，奠边府地理位置

重要，但 “地多岚瘴，戍兵久留不便”，于是嗣德

帝采纳阮伯仪等人的建议，将驻防官兵撤回内地，

而将各村居民组建奇队，由奠边府派人率领调派，

防守边疆。［１２］卷１９经过近十年的尝试，招募土著居民

组建 “土勇奇”的做法不断推广。１８６７年，在兴
化、宣光二省所辖四个县州设立土勇奇 （即由土

勇组建的军事组织），其中兴化省文振县招募土勇

５００名，宣光省咸安县、枚州、瞮化县招募土勇
１０００名，遴选管率，“有事征给饷免民税，无事归
农，每年二月阅一次”。这是传统寓兵于农、省兵

省费而且效果较好的做法。［１２］卷３６

在１９世纪后期征剿越南北部来自中国的会党
武装和游勇的军事行动中，往往面临着征剿效果不

好的问题，而其制约因素，就是越南内地的士兵不

适应越南北部的水土和气候环境，加上行军艰苦劳

累、粮饷补给困难，导致染病减员严重，极大地影

响到军队的战斗力。１８６５年，北圻经略使武仲平
在奏疏中谈及边境地区的外来驻兵因水土不服、染

病而减员，其中调防谅山的 １７００人、高平的 ５００
人染病过半，加上粮饷运输困难重重，导致外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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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兵”是指从当地土著居民中征召的士兵。



兵不能久驻，不如训练使用本地乡兵、土勇，既习

惯水土，又能常驻防御。他说：“客来之兵又不便

久驻，撤去又来，派兵未能了事，不若派土著人得

力而省便。”［１２］卷３２１８６８年，谅山省和宣光省官员段
寿、阮轩等奏称沿边情势 “剿抚两难”，主要困难

在于 “路远瘴深，征运劳费”，而招抚则往往出现

叛乱反复的现象。［１２］卷３９１８７３年，嗣德帝向阮文祥
询问北部边事为何迁延不绝，阮文祥回答说：“匪

徒一入上游，水毒瘴深，军行染病者多，必欲强

进，不免亏损。持久未清，职此之故。”［１２］卷４８可见

岚瘴对于越南官军的影响很大。

综观之，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军事征剿的困

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恶劣的烟瘴环境造成的。于

是招募当地土著居民为兵，组建 “土勇奇”，驻防

屯堡和防守关隘，成为阮朝政府的必然选择。面临

１９世纪后期越南北部大规模的匪患，单纯利用土
兵已不足以应对，于是阮朝政府不得不调集内地大

军征剿，而大量的染病减员，加上粮饷补给困难，

使得剿匪行动旷日持久。最后阮朝不得不向清朝求

援，清朝派出的广西边防军队虽然表现比越南官军

要好，但是也遇到了丛林险阻、水土恶劣的阻碍，

甚至出现 “疾疫弃损十常七八”的局面。

四、结语

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对外地人来说较

为恶劣。中法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唐景崧和张凯嵩

在日记和奏疏中记载了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环境恶劣

的情况。在战后的中越勘界中，不仅法方勘界委员

和法军不能适应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中方勘界人

员也难以适应，法方勘界委员的染病、法军的大量

死亡以及中方勘界委员的染病身亡都说明了这一

点。但是土著居民和熟悉当地环境的外地人却有着

不同的感受，对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土著居民和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而言，似乎已经习惯了当地的

环境，或者说具备了防范疾病的知识，所以较少提

及因为水土恶毒而染病的问题。

对于外来者来说，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更

多是一种阻碍的因素，容易导致外来者因不适应水

土和气候环境而染病，严重者甚至大量死亡。这里

的外来者既包括来自西方的法国殖民者，也包括来

自中国两广以外省份的人。与法国人的致病因素相

比，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是共同致病因素。从民

国初年谢晓钟的记载看，随着民国时期医药卫生事

业的发展，能够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感冒风寒的药

品已经很丰富，加上注意饮食卫生等，所谓的 “瘴

气”已经很难伤害外来者。因此，清末是越南北部

边境地区烟瘴环境影响外来者深入的最后一个阶段。

越南北部山区是土著族群聚居地，阮朝曾在北

部边境地区设置大量土府、州、县，由土著首领进

行管理。阮朝后期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逐渐推

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完善地方行政建置。由于北部

边境地区的环境仍然十分恶劣，直接影响到阮朝政

府的行政治理和军事驻防。表现在越南北部大量土

府、州、县改土归流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土目等

地方势力，导致实际上行政管控较为松弛，甚至在

兴化、宣光等省 “改土归流”１０余年后，鉴于环
境对流官治理的制约甚大，一些大臣奏请在一定程

度上恢复土官。阮朝试图通过招募清人、土著居民

对边境地区进行开发，夯实边境地区的经济基础和

人口基础，改善该地区地广人稀、烟瘴盛行的生态

环境，但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北部先是遭受来
自中国境内的会党和游勇武装的袭扰，后来又是法

国的入侵，导致上述开发措施未能得到很好的执

行，越南北部仍处于地广人稀、开发不足、环境较

为恶劣的状态。

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情况相似，由于岚瘴环

境的影响，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驻防不得不大

量依赖土目和土兵，因为越南腹地的军队很难适应

越南北部山地的恶劣环境，而当地的土目、土著居

民则是天然的适应者，于是招抚利用土目，招募土

著居民为兵，成为越南防守北部边境地区的重要措

施。在１９世纪后期征剿越南北部来自中国的会党
武装和游勇的军事行动中，往往面临着征剿效果不

好的问题，而其制约因素，就是越南内地的士兵不

适应越南北部的水土和气候环境，加上行军艰苦劳

累、粮饷补给困难，导致染病减员严重，极大地影

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不论是行政治理，还是

军事驻防，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都产

生了较大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分析传统社会边疆治

理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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